深度阅读教学：思辨性阅读中的文化建构 ——《烛之武退秦师》两个追问引发的三重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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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基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中学语文深度教学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成果,课题编号CHE210122。
 
【摘要】“烛之武他为什么能退秦师？”“烛之武他为什么去退秦师？”两个看似简单的追问却能引发深层的思维风暴和文化追寻。当今高中语文新课堂建设应该引领学生把人物和事件放在历史的、当代的双维视角中去“辩证地审视和评论”，探寻其中的“深层原因”、建构“深度认识”和“深刻体悟”，在“知识技能的外显功能”外去充分挖掘“课程的隐性价值”①，努力搭建“语文课程内容与学生成长的联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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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所谓“五论救弱国，妙语退秦师”，历史上对烛之武在这次严重到可能会灭国的军事冲突中所起到作用的评价是很高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学生一定会有一个疑问：烛之武为什么能退秦师？就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这个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也是不理性、不辩证的。其实回答在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思考“烛之武为什么不去退晋师”，文中“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提到了“礼”与“利”两个方面的原因，但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造成处理起来很容易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就需要我们对文本做深入研读，并在辩证思维的引领下做深层文化探析。
一、“礼”“利”之辨
   （一）晋国的“礼”“利”同向
虽说春秋时代有礼崩乐坏之势，但当时礼乐之教还是很被各阶层接受的，如《左传·僖公廿七年》记载郄谷被推举为晋国三军统帅时的理由就是“说礼乐而敦《诗》《乐》”③。这里的“礼”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对待关系，包含权利与义务关系，如果“把权利、义务弄错了，就是不懂礼、失礼、无礼，在道德上遂有了亏欠”④。作为一国之君的郑文公在重耳（晋文公）流亡郑国期间未以礼相待这位同姓（二者都是姬姓）公子在先，在晋楚争霸时首鼠两端在后，可以说在两次外交事件中，他在“礼”的层面处理得都非常糟糕，也与“施舍可爱，进退可度，作事可法，德行可象”⑤的威仪君子相去甚远，晋国大可“鸣鼓而攻之”。
本次事件发生于僖公三十年，而在这之前，晋文公勤王尊周、攻曹伐卫、城濮败楚、践土会盟，霸主地位得到诸侯和周天子的承认。所以尽管孔子评价他“谲而不正”，但他自继位开始，仅用四年时间就完成霸主之业，其雄才大略毋庸置疑。由此我们深思，此次攻郑，虽在“礼”的层面理由是成立的，但也绝不是晋文公小肚鸡肠，对于已经参加了践土之盟、表示臣服的郑国不依不饶，而是一位伟大政治家从国家利益层面的战略考量，为进一步巩固扩大晋国的雄图霸业做的军事努力。尽管顾颉刚先生讲“晋文公的主要功绩是城濮之役遏住了楚国，使他们不得向北发展……春秋时的中原诸国才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才渐渐孕育了后来诸子百家的灿烂文化。”⑥但是，此次围郑虽未灭郑也不是与楚国接战，但却做到了“服郑”而进一步遏楚的目的——之后的几十年郑国都是晋国的坚定追随者，未再出现“贰于楚”的情况。
由此，在“礼”和“利”两个层面上考量晋国围攻郑国事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礼”层面的雪耻与“利”层面的战略扩张——完全是同向一致的！烛之武不可能说服晋国退兵，所以他要尝试去退秦师而不是退晋师——烛之武洞悉事态，明辨形势。
（二）秦国的“礼”“利”背向
烛之武为什么能退秦师呢？当然，烛之武的外交辞令水平是很高明的，较之纵横家如苏、张并不逊色，但所谓“动以利害、巧辞服人”，秦师之所以退必有更深层的原因。要弄清楚这一点，还要先弄清楚他们为何而来。
1.秦师为何而来？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原因当然是秦国追随晋国而来。一者是秦晋的盟友关系，鉴于此，于情于理“于礼”，秦师都是要来的；二者是继续城濮之战后对秦有利的形势，在秦晋结盟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秦伯乃至秦国自己的利益诉求：秦穆公也是一位名列春秋五霸之一的有作为的君主，既然有扩张国家势力、争霸天下的机会当然要抓住，这符合秦伯、秦国的双层利益，而且过去（城濮之战）、现在这么做，将来（秦晋崤之战）还会这么做。由此看，出兵郑国，在秦穆公（秦伯）看来理由充分，至少在“礼”“利”两个层面也是同步一致的。
2.秦师为何而退？
以上看似合理，但却有逻辑漏洞，而烛之武恰恰是抓住这漏洞而大做文章，并以严密的逻辑层层攻讦晋侯、步步利导秦伯，揭示出秦晋之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可调和的、多层面的矛盾。
第一层面的三重矛盾。
（1）在帮助秦君回顾往事中揭示出情感矛盾，即“礼”层面的矛盾。“尝为晋君赐”，情感遭到欺骗，恩惠遭到无视，晋侯“无礼”在先。
（2）在帮助秦君分析现实中揭示出地缘矛盾，即“利”层面的矛盾。“越国以鄙远”会“陪邻”，进而“君薄”，秦国“亏利”在后。
（3）在帮助秦君预测未来中揭示出战略矛盾，即“利”层面的矛盾。晋国会在“封郑”之后，进一步“西封”“阙秦”。这不是烛之武的危言耸听，而是赤裸裸的现实例证和未来局面。以后战国时代的形势就说明了这一点，烛之武只是做了一个政治家该有的预见，当然为同为政治家的秦穆公所认可。
这三重矛盾本就存在，在烛之武之前，或被有意遗忘，或被利益掩盖，或被时空割裂，而烛之武将之摆在台面上，并同时引爆在秦君面前的时候，秦君就要如芒在背了。而这也进一步揭示出秦晋之间的第二层面的两重矛盾。
那就是第一，秦国的东扩战略在地缘政治上势必与与之接壤的晋国发生军事冲突；第二，晋国的霸业欲求也必然不能眼见近邻的坐大。那么，秦晋之间的“好”势必会加速贬值、变质。
所以，看似对秦国的“礼”“利”同步，实则是背向的！而烛之武之所以能退秦师，是他的分析符合秦君基于本国利益的对形势的判断。但是，退兵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天真友好地化敌为友，而是基于对秦有利的城下之盟：有条件的结盟+驻防。总之，秦师来，是为“利”而来，退，也是为“利”而退。
二、“义”“利”之辨与“名”“利”之辨
弄清楚了“烛之武为什么能退秦师”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不仅要问，烛之武为什么要去退秦师？他可以不去吗？
1.他可以不去吗？
当然可以。虽然课文中郑文公讲“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而紧接着就是“许之”二字。给我们的感觉是烛之武迫于自身利益与郑国捆绑的无奈而接受这个险峻的任务。但这个理解大可商榷。
首先，从表面看，郑文公的话貌似把烛之武的个人利害与郑国安危进行了利益捆绑，又用了“子”这样的尊称，这简直就是一场有尊严的和谐达成。但事实上，这种捆绑既无效这个尊称也不真诚。
从历史的视角看，春秋乃至以后很长的一段历史中，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有亲疏区别的，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顺序上，所谓“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⑦，而“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大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⑧，而且“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⑨。所以，我们回头看郑文公讲的“子亦有不利焉”的前提是“郑亡”，把它放在形式逻辑中去看待的话，这符合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形式：如果p，那么q；p，所以，q。也就是“郑亡”烛之武必然会不利，但实际上那个时代的“国”与“个人”的关系远没有那么亲密，个人对“国”的依附程度也没那么高，郑文公只是讲到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全部，所以这个推理不真。推理是假的，这个“捆绑”“威胁”也就是不成立的。《三国演义》中鲁肃劝孙权抗曹时就讲“今肃可迎操耳”。鲁肃确实是一位实在君子，他的话就讲出了亡国对于个人的影响的有限性和可弥补性。相对于已然是高官的鲁肃，在郑文公手下不如意到只做“弼马温”的烛之武是不是更可以忽略这种亡国影响呢？甚至，降晋之后重头再来，比现在的“年过七十，事郑国为圉正，三世不迁官”境遇很有可能会更好，至少不会更差吧。所以，郑文公的话虚伪、无礼、冷冰冰，但却威胁不到烛之武。何况在“士贵王不贵”的春秋时代，他郑文公在亡国之际请一位能扶大厦之将倾的关键人物救火，没有封官许愿，没有礼贤下士，一句不咸不淡的“是寡人之国也”能消解的了几十年怀才不遇的痛吗？一句“子亦有不利焉”的赤裸裸地威胁能“打动”让对方为自己卖命吗？显然，都不能。所以，烛之武大可不必去冒险！
2.他为什么要去？
他可以不去，那他为何又去了，而且是有充分准备而势在必得的去呢？是为谋私利、留芳名还是有其他隐情？
（1）为谋利？   
很显然，由烛之武对当前形势异常清晰的判断（劝秦君时分析可见一斑）可见他是一位睿智而理性的人。那么，他此行是要谋利吗？是，也不是。
从烛之武临行前的“怨词”以及事件的过程结果看，他既有追求功名利禄的资格，也确曾有过这样的理想，可见，烛之武并不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家人物”、终南隐士。他可以谋利、也曾经有谋利的动机理想。那他要从哪方谋利？
①从郑国？
几十年的相处，烛之武是早就看清了郑文公这个人的：用人时千方百计，犒赏时吝啬至极，项羽如此，郑文公也是一样。所以他心里明白，这次以身犯险是从郑文公哪里得不到利的：既换不来高官厚禄，更换不来感恩戴德的！年过七十的他人可能已经佝偻，但心里却早就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郑文公说什么他已不慎在乎，但是这个利从哪里得到呢？
②从秦国？
在上文的分析中可知，此刻的秦国与晋国出现了双层裂痕，倒是与郑国出现了利益交叉——退兵对两国有利。所以，烛之武可以从秦君这里谋得国家层面的利，这一点是来秦营的初衷。个人私利呢？从课文内容和相关资料我们都不能找到证据表明烛之武在这个过程中有“降秦背郑”的想法和行动准备——尽管他对郑君充满不满——所以这一点可以完全排除。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烛之武想并且最终实现了从秦国谋利的谋划，但仅限于国家层面。
由此，他选择犯险实则是无关小我之利的，这比鲁肃坚持同孙权一起抗曹还值得钦佩，毕竟孙权还是知遇鲁肃的，所以“许之”两个字，尽管可能包含了烛之武满腔的愤懑、无奈以及自我劝慰，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去全了国家的利，同时，这种“利”与“义”是并行同向的，是大义！身有大义在，这就颇值得赞佩！
那除了“谋利”，烛之武的犯险还有没有其他目的？
（2）留芳名？
所谓“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是千百年来士子的共同追求，即使大义如文天祥也想要“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准确的说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青史留名”应该是包含了儒家“三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这就比“求利”要深刻广泛。当然，国家民族层面的“利”对于本国家本民族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德”和“功”，作为者本身自然也会青史留名，所以“名”和“利”有交叉，但又有大不同。很多青史留名的人，并不一定得到了利。悲情如苏武，慷慨如稼轩，沉郁如老杜，洒脱如东坡。付出十九年的青春岁月后得到的薄凉的封赏；蹉跎四十年的壮志豪情后落得抑郁而终；一生有致君尧舜梦却落得“吾庐独破”“客死舟中”；身怀宰相之才但只能吟啸长江放达岭南。但所谓“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求或不求是个人层面的事，但恰切地给予与乃或厚遇却是肉食者的必备修养。孔子讲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是求而不得之后的悲情言志！历史上，我们总把“义”和“利”过分地对立，在当代世界，不违背大义法度的“争名逐利”是允许的，甚至有利于社会前进动力的竞争氛围的形成是要鼓励的。劝退秦师，是烛之武人生最后的华彩；重大义而轻私利，则是他能史书留名的重要原因，而不求名而青史留名，这更是老子讲的“死而不朽”。
通过深度阅读，以两个追问引领“礼”与“利”、“义”与“利”和“名”与“利”的三重思辨，以深度思维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从而更深刻地领悟人物的智慧，感佩人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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